
中国出口农产品存在质量升级困境吗

刘雪梅　 　 董银果

摘要： 质量升级是瞄准国际标杆推进技术改造、 实现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

容。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质量升级遵从成本和市场转移成本的

ＭＯ模型， 研究在异质性技术性贸易措施作用下， 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困境的形成机

理。 研究发现： 进口国强制性卫生与植物检疫 （ＳＰＳ） 措施对中国农产品质量升级

和出口增长存在相左的作用方向， 企业在 “保增长” 的出口策略下选择扩张式市

场转移后会被质量升级困境锁定。 实证检验发现： 在面对发达国家 ＳＰＳ 措施时，
中国出口农产品质量升级效果不佳， 技术落后企业较技术前沿企业更容易转移市

场， 逃避质量升级； 出口增长的中介渠道显示， 扩张式市场转移贡献远高于质量升

级； 国际间横向比较显示， 美国农产品出口在面临异质性 ＳＰＳ 措施时不存在质量

升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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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聚焦中国出口农产品的质量升级， 发现生产企业受产品技术附加值小、 行业资

本投资回报率低、 耕地分散和国家质量安全标准不健全等因素的约束，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
年出口品质保持在 ５􀆰 ５左右， 质量升级裹足不前； 另一方面， 中国农产品在国际市

场占比一直维持在 ４％左右， 出口增长动力仍处于 “数量驱动” 向 “质量驱动” 的

过渡期 （刘雪梅和董银果， ２０１９） ［１］。 与此同时， 聚焦国际农产品质量标准， 发现

用于保障食品、 农产品质量最低安全层次的 ＳＰＳ 措施已被国际广泛采纳①。 其一，
ＳＰＳ措施作为进入门槛， 现已涵盖全球 ２３０多个国家 （地区） 中 １１７个市场的所有

ＨＳ二分位产品分类， 通报数量增长快、 覆盖广； 其二， ＳＰＳ 措施的实施是基于不

同贸易保护目标， 对农产品出口增长存在普遍限制 （董银果， ２０１１［２］； Ｇａｏ ｅｔ ａ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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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３］）； 其三， １９９５—２０１７ 年间， 国际上针对 ＳＰＳ 措施的相关特别贸易关注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ＳＴＣｓ） 案例达 ４３４ 批次， “高通报—高申诉” 现象①使

ＳＰＳ在保障食品、 农产品质量安全中的作用饱受争议， 而且解决此类争议会耗费企

业巨大的人力、 物力和时间成本 （Ｆａłｋｏｗｓｋ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４］。 由此可见， 中国农产

品出口企业在自身出口增速放缓和国际 ＳＰＳ 措施激增的内外压力下， 实现出口质

量升级、 突破质量升级困境任重道远。
“质量困境” 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 Ｓｔｅｐｈｅｎ （１９９６） ［５］研究人力资本和技术研发

时提到的 “低技术—低质量困境” （Ｌｏｗ⁃ｓｋｉｌｌ Ｌｏｗ⁃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ｒａｐ） 概念。 在此基础上，
本文认为出口质量升级困境主要存在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 对

内面临要素禀赋限制， 对外受国际市场质量门槛束缚， 出口在实现高速增长后面临

因失去发展动力而锁定低质量水平的困境。 其实， 相比国内要素禀赋等客观条件，
进口国技术性贸易措施作为进入门槛更具不确定性， 该不确定性在国际农产品市场

上表现为跨国家、 跨品种层面 ＳＰＳ 措施的异质性， 整体表现为发达国家门槛普遍

高于发展中国家， 初级农产品要求高于加工产品。 以欧洲议会农业和农村发展委员

会统计的农药残留标准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ａｎｄ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Ｒｅｓｉｄｕｅ Ｌｅｖｅｌ， ＭＲＬｓ） 为例， 澳大

利亚和美国等属于严格型 （均大于 １）， 欧盟各成员属于标准型， 日本、 南非、 以

色列、 乌克兰等 （处于 ０􀆰 ８～１􀆰 ０３７之间） 属于较高标准型， 中国等 （处于 ０􀆰 ７２ ～
０􀆰 ７８之间） 属于遵从国际食品法典标准型； 就产品而言， 各国针对大米和葡萄酒

的 ＭＲＬｓ最为严格， 其次是小麦、 橘子、 土豆、 苹果等。 诚然， 在 ＳＰＳ措施倒逼作

用下， 出口国会加快升级产品质量并改善落后的技术标准、 法律法规、 公共设施

等。 但是， 在面对国际异质性 ＳＰＳ 措施时， 出口企业可以承受质量创新升级的遵

从成本， 实现长期高质量发展， 也可以将出口目标市场转移至低质量门槛国家， 并

维持短期快速增长， 而后者为企业规避技术壁垒、 锁定低质门槛创造了条件。 长此

以往， 出口企业势必会陷入出口质量升级困境。 那么， 本文试图探究的核心问题

是： 国际异质性 ＳＰＳ措施会导致中国出口农产品形成质量升级困境吗？
本文所讨论问题主要涉及三类文献。 第一类是针对 ＳＰＳ 等技术性贸易措施的

研究。 学界主要集中在其对产品贸易流量 （鲍晓华和严晓杰， ２０１４［６］； 鲍晓华和

朱明达， ２０１４［７］； Ｅｌ－Ｅｎｂａｂ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８］； 董银果和李圳， ２０１５［９］ ） 和质量水

平的差异化影响 （Ｏｌｐ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１０］； 董银果和黄俊闻， ２０１８［１１］）。 上述研究虽

然承认了消费者不同的质量偏好强度， 并考虑了人均收入对质量的影响 （Ｃｒｉｎｏ ａｎｄ
Ｅｐｉｆａｎｉ， ２０１２） ［１２］， 但对解释技术性贸易措施对质量升级的作用机制不够。 第二类

是针对多目的国贸易模型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多集中在企业生产率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１３］； Ｗａｎｇｅｒ， ２０１２［１４］ ）、 路径依赖 （陈勇兵等， ２０１５［１５］ ）、 汇率 （Ｈｅｒｉ⁃
ｃｏｕｒｔ ＆ Ｎｅｄｏｎｃｅｌｌｅ， ２０１６［１６］ ） 等对贸易流量的影响， 以及綦建红和冯晓洁

（２０１４） ［１７］、 谭赛月明等 （２０１７） ［１８］将市场相似度和企业融资约束融入到多目的国

贸易模型， 并解释了出口企业的质量差异问题。 这些文献利用多目的国贸易模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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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既是 ＳＴＣｓ高申报对象国又是 ＳＰＳ措施高通报国， 如美国、 欧盟、 加拿大、 巴西、 中国。



讨论产品质量， 但并未拓展至异质性技术性贸易措施的视角。 第三类是与本文研究

最紧密相关文献。 Ｆｏｎｔａｇｎé和 Ｏｒｅｆｉｃｅ （２０１６） ［１９］将异质性技术性贸易措施与多目的

国模型相结合展开研究， 探讨了异质性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贸易流量的关税等值效

应， 但仍未拓展至质量升级以及发展中国家质量升级困境层面。
综上所述， 本文主要从质量升级和出口增长两方面考察 ＳＰＳ 措施的作用方向，

探究异质性 ＳＰＳ措施的作用机理， 并通过中介机制和国际比较拓展论证发展中国

家导致质量升级困境的特殊性。 本文的边际贡献有以下两点： （１） 研究视角上，
将异质性 ＳＰＳ措施与多目的国模型相结合， 以出口质量升级困境为切入点展开；
（２） 模型推理上， 将出口产品质量、 遵从成本和转移成本融入多目的国 ＭＯ 模型，
梳理异质性 ＳＰＳ措施倒逼质量升级和出口增长的作用方向， 探寻中国农产品出口

质量升级不显著的成因。

二、 理论框架

（一） 理论分析

本文借鉴 Ａｎｔｏｎｉａｄｅｓ （２０１５） ［２０］的方法， 在 ＭＯ 理论框架下， 将产品质量内生

化于两国贸易模型， 假设消费者的拟线性效用函数为：

Ｕ ＝ ｑｃ
０ ＋ α ∫

ｉ∈Ι

ｑｃ
ｉ ｄｉ ＋ β ∫

ｉ∈Ι

ｚｉｑｃ
ｉ ｄｉ －

１
２
γ ∫
ｉ∈Ι

ｑｃ
ｉ ) ２ｄｉ －

１
２
η ∫

ｉ∈Ι
ｑｃ
ｉ ｄｉ{ }

２
（１）

式 （１） 中的 ｑｃ
０ 和 ｑｃ

ｉ 、 α 和 η 分别代表消费者对标准化商品和差异化商品的需

求 （均大于零） 以及两类产品的替代特征， ｚｉ 代表 ｉ 类产品的质量水平， γ 代表产品

间的差异程度， β 代表不同国家或行业的质量偏好系数； 且产品品种之间是完全替

代的， 当消费者增加品种间的消费分布权重时， 产品间的差异随 γ 的增加而增加。
假设 ｌ 国消费者的反需求函数为：

ｐｉ ＝ α － γｑｃ
ｉ ＋ β ｚｉ － η Ｑｃ （２）

其中， ｑｃ
ｉ ＞ ０， Ｑｃ ＝ αＮ ＋ βＮ ｚ－ － Ｎ ｐ－

ηＮ ＋ γ
。 将劳动力作为影响生产的唯一变量， 企

业进入市场需支付成本费 ｆｅ ， 边际生产成本 ｃ 由企业劳动生产率 （含质量因素）
决定， 在 ０， ｃｍ[ ] 内服从 Ｇ（ｃ） 分布。 企业在面对较高的边际成本时会退出市场，

市场上剩余 Ｎ家企业则可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市场均衡 ｐ－ｌ， ｚ－ｌ( ) 。 假设企业的生

产成本函数为：
ＴＣ ｉ（ｃ， ｚ） ＝ ｑｉ ｃｉ ＋ ｑｉδ ｖｉ ＋ θ ｚｉ( ) ２ （３）

其中， θ 作为关键参数， 代表不同国家 ／行业技术创新能力， δ 代表生产过程中

质量升级的成本参数。 因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出口 （至 ｆ 国） 需要承担正的出口成

本 τｆｃ ， 为追求国内外市场利润最大化， 企业做出是否出口的决策， 并设定异质性

价格和质量， 得出企业出口数量和出口质量的最优解①。 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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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最优解可表示为： ｑｌＤ（ｃ， ｚ） ＝ Ｌｌ

γ
ｐｌＤ（ｃ） － ｃ － δｌｚｌＤ[ ] ， ｑｌＸ（ｃ， ｚ） ＝ Ｌｆ

γ
ｐｌＸ（ｃ） － τｆｃ － δｌｚｌＸ[ ] ， ｚ∗ｌ

Ｄ ＝ λｌＤ（ｃ
ｌ
Ｄ－ ｃ） ， ｚ∗ｌ

Ｘ ＝ τｆλｌＸ（ｃ
ｌ
Ｘ－ ｃ） 。



成本 ｃ、 边际成本临界值 ｃＤ 和质量 ｚ 表示的国内 （Ｄ）、 国外 （Ｘ） 市场的反需求函

数 （ｑ） 和利润函数 （ π ）：

ｑｌ
Ｄ（ｃ） ＝

Ｌｌ

２γ
［１ ＋ （βｌ － δｌ） λ ｌ

Ｄ］（ｃｌＤ － ｃ） （４ａ）

ｑｌ
Ｘ（ｃ） ＝

Ｌｌ

２γ
τｆ［１ ＋ （βｆ － δｌ） λ ｌ

Ｘ］（ｃｌＸ － ｃ） （４ｂ）

πｌ
Ｄ（ｃ） ＝

Ｌｌ

４γ
［１ ＋ （βｌ － δｌ） λ ｌ

Ｄ］ （ｃｌＤ － ｃ） ２ （５ａ）

πｌ
Ｘ（ｃ） ＝

Ｌｆ

４γ
（τｆ） ２［１ ＋ （βｆ － δｌ） λ ｌ

Ｘ］ （ｃｌＸ － ｃ） ２ （５ｂ）

（二） 企业自由进入市场

开放经济下的均衡点满足新企业进入零预期收益假定， 即：

ｆＥ ＝ ∫
ｃｌＤ

０

Πｌ
Ｄ（ｃ）ｄＧ（ｃ） ＋ ∫

ｃｌＸ

０

Πｌ
Ｘ（ｃ）ｄＧ（ｃ） （６）

若成本服从帕累托分布， 在给定帕累托分布函数、 国内市场利润函数、 出口市

场利润函数以及 ｃｆＸ ＝ ｃｌＤ ／ τｆ 的情况下， 企业自由进入条件变为：
Ｌｌ １ ＋ （βｌ － δｌ） λ ｌ

Ｄ[ ] （ｃｌＤ） ｋ＋２ ＋ Ｌｆ １ ＋ （βｆ － δｌ） λ ｌ
Ｘ[ ] （ｃｈＤ） ｋ＋２ ρｆ ＝ γφ （７）

其中， 技术指数 φ≡２ （ｋ＋１） （ｋ＋２） （ｃＭ） ｋ ｆＥ ， 贸易自由化指数 ρｆ ＝（τｆ） －ｋ＜１，
产品质量差异为 λ ｌ

Ｄ 和 λ ｌ
Ｘ 。 故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成本临界值 ｃｌＤ 为：

　 ｃｌＤ ＝
γφ
Ｌｌ

１＋ （βｆ－δｆ） λｆ
Ｄ[ ] －ρｆ １＋ （βｆ－δｌ） λｌ

Ｘ[ ]

１＋ （βｌ－δｌ） λｌ
Ｄ[ ] １＋ （βｆ－δｆ） λｆ

Ｄ[ ] －ρｌρｆ １＋ （βｆ－δｌ） λｌ
Ｘ[ ] １＋ （βｌ－δｈ） λｈ

Ｘ[ ]

é

ë
êê

ù

û
úú{ }

１ ／ （ｋ＋２）

（８）

显然， 出口国的边际成本临界值是由进出口国共同决定的。 通过 ｃｌＤ 可进一步

测度 ｌ 国企业出口至 ｆ 国的价格和质量， 具体如下式所示：

ｐ－ ｆ Ｘ ＝ １ ＋ ２ｋ ＋ （βｌ － δｆ） λ ｌＸ
２ｋ ＋ ２

é

ë
êê

ù

û
úú ｃ

ｌ
Ｄ （９ａ）

ｚ－ ｆＸ ＝ λ ｆ
Ｘ［
１

ｋ ＋ １
］ ｃｌＤ （９ｂ）

（三） 多目的国出口贸易

考虑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贸易成本的异质性， 本文进一步将上述模型假设

条件放松至多目的国贸易框架 （以三边贸易为例）。 假设 ｍ 国和 ｍ′ 国分别执行高、
低不同的质量进入门槛， ｌ 国企业进入 ｍ 国的质量门槛①要高于 ｍ′国 （ ｃｌｍＤ ＞ ｃｌｍ′Ｄ ）。

１􀆰 质量升级

ｌ 国企业出口质量水平由出口到不同目的地的出口占比 （ｓ） 和质量水平 （ｚ）
所决定的， 其函数可表示为：

ｚ－ ｌＸ ＝ ｓｍ × ｚ－ｍＸ（ΔｃｌｍＤ ） ＋ ｓｍ′ × ｚ－ｍ′Ｘ （ｃｌｍ′Ｄ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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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除此之外， 影响 ｌ 国企业出口成本的还有其他因素， 如出口距离、 关税水平等， 后期实证模型设定需考

虑的重要变量。



其中， ｚ－ｍＸ ＝ λｍ
Ｘ［
１

ｋ ＋ １
］ ｃｌｍＤ ， ｚ

－ｍ′
Ｘ ＝ λｍ′

Ｘ ［
１

ｋ ＋ １
］ ｃｌｍ′Ｄ 。 ｚ

－ ｌ
Ｘ 表示 ｌ 国出口产品的质量水

平， ｓｍ 和 ｓｍ′ 分别代表 ｍ 和 ｍ′ 国的出口占比， ΔｃｌｍＤ 代表 ＳＰＳ措施提高时， 是企业遵

从 ＳＰＳ新要求而进行质量升级时的贸易成本， 即遵从成本。 ｃｌｍ′Ｄ 代表 ｍ′ 国的进入门

槛， 也是企业从高门槛国家转移到 ｍ′ 国的贸易成本， 即转移成本。 当进口国 ｍ 提

高 ＳＰＳ措施时， ｌ 国出口企业存在两条路径： 一是坚持原有出口路径， 升级产品应

对进口国质量门槛的提升； 二是维持原质量而将出口市场转移至低门槛国家。

原路径出口质量主要受 ｍ国出口占比（ ｓｍ）和ｍ国质量水平 （ ｚ－ｍＸ ） 的影响。 对

遵从成本 Δ ｃｌｍＤ 求偏导得：
􀆟ｚ－ ｌＸ
􀆟ΔｃｌｍＤ

＝ ｓｍ ×
􀆟ｚ－ｍＸ
􀆟ΔｃｌｍＤ

≥０。 Δ ｃｌｍＤ 虽正向作用于原路径出口质量

水平的提高， 但过高的 Δ ｃｌｍＤ 会加剧企业出口转移至低门槛国家， 抑制出口企业整

体的质量升级幅度； 转移到新市场的出口质量主要受 ｍ′ 国出口占比 （ ｓｍ′ ） 和 ｍ′

国质量水平 （ ｚ－ｍ′Ｘ ） 的影响， 且 ０ ≤ ｚ－ｍ′Ｘ ≤ ｚ－ｍＸ 是既定的。 对转移成本 ｃｌｍ′Ｄ 求偏导得：

􀆟ｚ－ ｌＸ
􀆟ｃｌｍ′Ｄ

＝
􀆟ｚ－ ｌＸ
􀆟ｚ－ｍ′Ｘ

􀆟ｚ－ｍ′Ｘ
􀆟ｃｌｍ′Ｄ

＞ ０。 ｃｌｍ′Ｄ 既是 ｍ 国转移到 ｍ′ 国的转移成本， 同时也是 ｍ′ 国的质量

门槛， 会同时正向作用于 ｚ－ｍＸ 和 ｚ－ｍ′Ｘ ， 并加快质量升级幅度。
因此， 概括上述推理可得出本文的命题一： 在多边贸易模型下， 国际间异质性

ＳＰＳ措施提高直接引发的遵从成本， 在总体上对企业质量升级的作用方向为负， 而

其间接引发的转移成本对质量升级的作用方向为正。
２􀆰 出口增长

同理， 出口利润函数为：

π－ ｌ
Ｘ ＝ ｓｍ × π－ｍ

Ｘ（ΔｃｌｍＤ ） ＋ ｓｍ′ × π－ｍ′
Ｘ （ｃ

ｌｍ′
Ｄ） （１１）

其中， π－ｍＸ ＝ １
２

１＋ （１＋ （βｍ－δｍ） λｍ
Ｘ）[ ] ［ １

ｋ＋１
］ ｃｌｍＤ ， π－ｍ′Ｘ ＝ １

２

１＋ （１＋ （βｍ′－δｍ′） λｍ′
Ｘ ）[ ] ［ １

ｋ＋１
］ ｃｌｍ′Ｄ， 且ｓｍ′≥０。 ｌ 国出口企业的利润来源途径同样有二：

一是保持原出口路径， 质量升级带来 “高质高价” 的出口利润； 二是转移到新的低门

槛目标市场， 增加原质量产品在新市场的占比。
出口企业在原路径的出口利润主要受 ｍ 国出口占比 （ ｓｍ ） 和 ｍ 国利润水平

（π－ｍ
Ｘ） 的影响。 对遵从成本 ΔｃｌｍＤ 求偏导得，

􀆟π－
ｌｍ′
Ｄ

Δｃｌｍ′Ｄ

＝ ｓｍ ×
􀆟π－

ｍ′
Ｘ

Δｃｌｍ′Ｄ

≥０； 转移到新市场的出

口利润主要受 ｍ′ 国出口占比 （ ｓｍ′ ） 和 ｍ′ 国利润水平 （ π－ｍ′
Ｘ ） 的影响。 对转移成

本 ｃｌｍ′Ｄ 求偏导得：
􀆟π－ ｌ

Ｘ

􀆟ｃｌｍ′Ｄ

＝ ｓｍ′ ×
􀆟π－ｍ′

Ｘ

􀆟ｃｌｍ′Ｄ

≥０。 而出口企业的总利润不仅受原路径 ΔｃｌｍＤ 的影

响， 还受不同目标市场 （ ｓｍ 和 ｓｍ′ ） 占比的影响。 存在两种结果： 一种是企业向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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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标准市场的出口转移占比增幅 （ Δｓｍ′ ） 小于或等于在高质量标准市场贸易量

的降幅 （Δｓｍ）， 表现为弥补式出口转移， 即
􀆟π－ ｌ

Ｘ

􀆟ΔｃｌｍＤ
≤ ０； 另一种是低质量市场的增

幅超越了高质量市场的降幅， 表现为扩张式出口转移， 即
􀆟π－ ｌ

Ｘ

􀆟ΔｃｌｍＤ
＞ ０。

因此， 概括上述推理可得出本文的命题二： 多边贸易综合考察 ＳＰＳ 措施下遵

从成本和转移成本的相对变化， 转移成本对出口利润的作用方向为正， 遵从成本在

弥补式出口转移下对利润的作用方向为负， 在扩张式出口转移下其作用方向则

为正。
３􀆰 出口质量升级困境

面对国际异质性 ＳＰＳ 措施， 出口企业的综合性出口决策具有隐形化和复杂化

特征， 农产品企业的出口路径有二： 一是积极改进技术并升级产品质量， 努力维持

原出口路径 “高质高价” 的出口占比， 但质量升级所带来的收益很难在短期内弥

补遵从成本； 二是为规避贸易壁垒而消极升级产品质量， 将目标市场锁定于低门槛

国家， 大量的出口转移可以满足企业出口扩张的短期追求。
进一步结合农业投资报酬递减规律、 质量升级风险大的特点， 以及食品农产品

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导向 （李军林等， ２０１４） ［２１］， 经过剖析现阶段中国 ＨＳ
六分位层面存在同类农产品 “洋货入市” （自发达国家） 和 “国货出口” （至发展

中国家） 的怪象， 本文概括得出命题三： 面对进口国异质性进入门槛， 中国农产

品企业的出口策略更偏向于扩张式出口转移， 即将目标市场锁定在低 ＳＰＳ 门槛国

家， 易被质量升级困境锁定①。

三、 实证模型和数据

（一） 实证模型

根据多目的国非对称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 （Ｃｈａｎｅｙ， ２００８） ［２２］， 本文推导出如

下引力模型：

Ｘｈ
ｌ （ｑ， φ） ＝ ∑Ｍ

ｍ＝１Ｘｈ
ｌｍ （ｑ） ＝

μｈ×
Ｙｌ×Ｙｍ

Ｙ
×

ωｌτｈｌｍ
θｈｍ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γｈ

×（ ｆｈｌｍ） －
γｈ

σｈ－１
－１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φ≥φｗ， ｑ≥ｑｌｍ

μｈ×
Ｙｌ×Ｙｍ′

Ｙ
×

ωｉτｈｌｍ′
θｈｍ′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γｈ

×（ ｆｈｌｍ′） －
γｈ

σｈ－１
－１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φ≥φｗ， ｑｌｍ≥ｑ≥ｑｌｍ′

０　 　 　 　 　 　 　 　 　 　 　 　 　 　 　 　 　 　 　 　 φ≥φｗ， ｑ＜ｑｌｍ′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ï

（１２）
其中， Ｘｈ

ｌｍ 代表 ｌ 国向 ｍ 国出口 ｈ 类产品的出口额， Ｙ 代表经济规模， ωｌ 代表农

业生产率， τｈ
ｌｍ 和 θｈ

ｌｍ 分别代表双边贸易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 θｈ
ｍ 代表多边贸易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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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上结论在超过三国的贸易模型假定下依旧成立， 此处不在赘述。



力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ｓ）。 μ、 γ 和 σ 作为三个外生参数， 分别代表消费份额、
企业异质性参数和产品间的替代弹性。 当且仅当 ｑｌｍ ≤ ｑ 时， 即 ｌ 国出口产品质量 ｑ
满足进口国 ｍ 的质量标准， 企业对 ｍ 国的出口额为正； 当 ｑｌｍ′ ≤ ｑ ≤ ｑｌｍ 时， 出口

企业可以将出口目的国转移至 ｍ′ ， 企业对 ｍ′ 国的出口额为正； 当 ｑ ＜ ｑｌｍ′ 时， 企

业的出口额为零， 企业退出国际市场。
根据 Ｈｕｍｍｅｌｓ 和 Ｋｌｅｎｏｗ （２００５） ［２３］对三元边际的定义， 可进一步将质量升级

嵌入到价格边际的分析框架①， 并根据 Ｃｈａｎｅｙ （２００８） 对集约边际计量方程的定

义②， 建立质量升级和出口总额的回归方程③：
ｌｎＱｈ

ｌｍ ＝ α０ ＋ α１ ｌｎＹ ＋ α２ ｌｎφ ＋ α３ ｌｎ τｌｍ ＋ α４ ｌｎ θｍ ＋ α５ ｌｎ ｆｌｍ ＋ α６Θ ＋ α７Ｘ ＋ ε 。
ｌｎＸｈ

ｌｍ ＝ α０ ＋ α１ ｌｎＹ ＋ α２ ｌｎφ ＋ α３ ｌｎ τｌｍ ＋ α４ ｌｎ θｍ ＋ α５ ｌｎ ｆｌｍ ＋ α６Θ ＋ α７Ｘ ＋ ε
（１３）

其中， Ｑｈ
ｌｍ 和 Ｘｈ

ｌｍ 分别代表 ｌ 国出口 ｈ 类产品的质量升级④和出口总额； Ｙ、 φ 、
τｌｍ 、 θｍ 和 ｆｌｍ 分别代表目标市场规模、 农业生产率、 遵从成本、 转移成本和固定成

本， Θ为国家层面控制变量， Ｘ 为其他控制变量， ε 为残差。
（二） 变量和数据来源

１􀆰 被解释变量

（１） 质量升级。 选用 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中国企业出口到世界的 ＨＳ 六

分位编码数据， 采用需求残差法 （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２４］并将汇率调整后的

价格作为工具变量， 通过进一步校准化处理汇总到不同时期中国出口到世界各国的

ＨＳ二分位层面质量水平。 本文将 ｔ 期较 ｔ－１ 期的质量差值取对数作为质量升级的

代理变量。
（２） 出口总额。 选用中国出口到世界各国的 ＨＳ二分位层面贸易额。
２􀆰 核心解释变量

（１） 遵从成本。 ＷＴＯ－ＳＰＳ 通报系统⑤包括紧急、 一般和特定通报。 考虑到新

通报一般会在公布日 ６～９ 个月后实施， 且农产品出口商改善生产工序、 创新升级

存在时滞性， 本文从静态分析拓展至动态分析， 将滞后一期的进口国通报数量

（ ｓｐｓ＿１） 作为代理变量⑥。
（２） 转移成本。 借鉴钱学锋和熊平 （２０１０） ［２５］对多边阻力的重新定义， 选取

进入某国市场的多边贸易阻力作为转移成本的代理变量。 即 θ －γ
ｄ ＝∑

Ｒ

ｒ ＝ １

Ｙｒ

Ｙａｌｌ
φｏｄ ， φ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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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① Ｘｈｌｍ ＝ Ｅｈｌｍ × Ｉｈｌｍ ＝ Ｅｈｌｍ × Ｐｈｌｍ × ｑｈｌｍ 。 Ｅｈｌｍ 、 Ｉｈｌｍ 和 ｑｈｌｍ 分别代表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和数量边际。
根据余淼杰 （２０１７）， 将价格分解为质量指数和质量调整后的价格， 即 Ｐｈｌｍ ＝ Ｑｈｌｍ × Ｐｈｌｍ＿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② Ｉｈｌｍ（ｑ， φ） ＝ λ３ ×
Ｙｍ

Ｙ[ ] （σ － １） ／ γ ×
θｍ
τｌｍ

[ ] σ － １ × φ
ωｌ

[ ] σ － １， φ≥ φｗ＆ｑ≥ ｑｌｍ

各解释变量对质量升级和出口总额的作用方向存在差异， 具体分析见变量解释。
本文将质量的影响因素同等于质量升级的影响因素。
ｈｔｔｐｓ： ／ ／ ｉ－ｔｉｐ􀆰 ｗｔｏ􀆰 ｏｒｇ ／ ｇｏｏｄｓ ／ Ｆｏｒｍｓ ／ ＴａｂｌｅＶｉｅｗ􀆰 ａｓｐｘＳＰＳ措施的通报数。
严格意义上应采用具体的 ＳＰＳ标准， 但是这对于多产品跨国研究在数据上不具有可行性。



作为双边贸易自由度， 代表 γ 国出口到 ｄ国的贸易阻力值， 通过加总得出其他国家

的贸易阻力， 作为测度 γ国出口到 ｄ国的转移成本， 即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ｄγ ＝∑
Ｄ

ｄ ＝ １
θ －γ
ｄ 。 具体双

边贸易值及国内总产值来自 ＦＡＯＳＴＡＴ （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数据库①。

３􀆰 控制变量

为控制遗漏变量对计量结果产生的影响， 本文还纳入国家层面控制变量， 包括

①国家市场规模。 选用 ＣＥＰＩＩ Ｇｒａｖｉｔｙ 数据库中世界各国与中国的相对 ＧＤＰ 水平。
②国家农业生产率。 选用 ＦＡＯＳＴＡＴ报告的世界各国农产品生产量指数， 将该国较

往年农产品生产能力的变化情况作为其农业生产率。 ③国家对外开放度。 选用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中的贸易自由度评价指数作为目的国对外开放程度， 反向度量

固定贸易成本。 ④出口市场集中度。 选用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中国家层面每年每

种产品对不同国家的出口贸易量， 按 ＭＣ ＝∑Ｄ

ｄ ＝ １
（ｘｄ ／ ｘ） ２ 测算。 ⑤出口产品种类

数。 选用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中每年出口到某一目的国的 ＨＳ 八分位产品种类数。
⑥出口目的国数量。 选用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 ⑦贸易距离。 选用 ＣＥＰＩＩ Ｔｒａｄｅ
Ｐｒｏｄ数据库②中国家首都间距离。 ⑧其他控制变量 （Ｘ）。 关税源自世界银行③， 区域

经济一体化、 地理毗邻的虚拟变量值等源自 ＣＥＰＩＩ Ｇｒａｖｉｔｙ数据库， 土地面积等④。

四、 实证结果与讨论

（一） 基准回归

本文采用的实证模型是融入遵从成本、 转移成本、 贸易自由度和异质性企业等

因素改进后的引力模型， 但考虑到回归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不足、 异方差、
过度散布和零数据频度过大问题 （秦臻和倪艳， ２０１４） ［２６］， 表 １汇报了不同方法的

回归结果， 列 （１） 和列 （５） 是 ＯＬＳ 回归结果。 表 １ 列 （２） 至列 （４） 和列 （６）
至列 （８） 是面板 Ｔｏｂｉｔ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 第一， 相比 ＯＬＳ方法， 面板 Ｔｏｂｉｔ方法

回归结果受控制变量选取多少的影响不大， 且在作用方向和显著性水平上均较稳定，
该结果验证了选用面板 Ｔｏｂｉｔ 回归方法的科学性。 第二， ＳＰＳ 措施遵从成本对质量升

级和出口总额的边际影响分别为－０􀆰 ５４２和 ０􀆰 １７６， 转移成本对质量升级和出口总额的

边际影响分别为 ０􀆰 １４５和 ０􀆰 ０７４。 这说明 ＳＰＳ措施遵从成本没有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水

平的提升， 反而增加了企业创新升级的生产成本， 故其对质量升级的影响为负； ＳＰＳ
措施倒逼出口企业通过升级质量仅获得有限的遵从利润， 但间接引致的出口转移效应

存在大量的转移利润 （秦臻和倪艳， ２０１３［２７］； 董银果和李圳， ２０１７［２８］ ）， 故其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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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ａｏ􀆰 ｏｒｇ ／ ｆａｏｓｔａｔ ／ ｅｎ ／ ＃ｈｏｍ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ｅｐｉｉ􀆰 ｆｒ ／ ＣＥＰＩＩ ／ ｅｎ ／ ｂｄｄ＿ ｍｏｄｅｌｅ ／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ｓｐ？ ｉｄ＝ 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ｉｔｓ􀆰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ｄａｔａ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ａｓｐｘ？ ｌａｎｇ＝ｅｎ。
限于篇幅， 各解释变量描述性统计， 备索。 凡备索资料均可登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编辑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询” 栏目查阅、 下载。



口总额的影响为正。 第三， 由于转移成本衡量的是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阻力指标。 当与

其他国家的阻力变大时， 转移成本对出口总额和质量升级的符号应该为正。

表 １　 ＳＰＳ措施对中国农产品质量升级和出口增长的回归结果

变量
质量升级 出口总额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遵从成本
－０􀆰 ４６６∗∗∗ －０􀆰 ５２７∗∗∗ －０􀆰 ５０８∗∗∗ －０􀆰 ５４２∗∗∗ ０􀆰 １８１∗∗∗ ０􀆰 １９６∗∗∗ ０􀆰 １６９∗∗ ０􀆰 １７６∗∗

（０􀆰 ０５５） （０􀆰 ０６４） （０􀆰 ０６４） （０􀆰 ０６３） （０􀆰 ０５５） （０􀆰 ０５５） （０􀆰 ０５５） （０􀆰 ０５５）

转移成本
０􀆰 １３２∗∗∗ ０􀆰 １４５∗∗∗ ０􀆰 ０７６∗∗∗ ０􀆰 ０７４∗∗∗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国家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其他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１２ ４８６ １２ ４８６ １２ ４８６ １２ ４８６ ２１ ５０４ ２１ ５０４ ２１ ５０４ ２１ ５０４

注： 括号内为标准差。∗表示 ｐ＜０􀆰 ０５，∗∗表示 ｐ＜０􀆰 ０１，∗∗∗表示 ｐ＜０􀆰 ００１。 下表同。

以上结果印证了本文命题一和命题二的理论推导， 但有别于双边贸易下进口国

ＳＰＳ质量标准促进出口国的整体质量升级和福利水平提高的结论 （Ｍａｙ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２９］； 董银果和黄俊闻， ２０１８）。 此外， 回归结果中各控制变量的结果均符合预

期， 在此不做赘述。
（二）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从关键变量测度、 样本量选择、 出口产品类型、 实

证方法等方面做了稳健性回归。 第一， 就关键变量测度而言， 为避免 ＳＰＳ 措施通

报数衡量遵从成本过于粗糙的缺点。 本文基于 Ｃａｌｖｉｎ 和 Ｋｒｉｓｓｏｆｆ （１９９８） ［３０］价格楔

方法， 从相对值角度出发， 将出口国在竞争效应下正常的价格波动作为 ＳＰＳ 措施

实施前的贸易成本， 用 ｔ期中国出口到某一目的国所有农产品平均价格 （汇率调整

后） 的增长率表示； 又用 ｔ期中国出口到目的国 ＨＳ 二分位层面农产品价格 （汇率

调整后） 的增长率作为实施后的价格， 二者相减可作为 ＳＰＳ 措施遵从成本的代理

变量。 第二， 就样本量选择而言， 贸易中介商在面临贸易壁垒、 政府管制等市场进

入成本的敏感度远远低于生产型出口商， 可以调整出口组合来应对 ＳＰＳ 措施的提

高， 其产品质量较少发生调整或升级。 第三， 就出口产品类型而言， 劳动密集型农

产品① （ＨＳ０３水产品类、 ＨＳ０７蔬菜类、 ＨＳ０９ 咖啡茶叶类、 ＨＳ１６ 水产制品类） 已

经成为中国主要的农产品种类， 本文针对主要农产品做稳健性检验。 第四， 就实证

方法而言， 本文数据最大的特点是， 被解释变量质量升级中可能存在大量的零值，
属于设限数据。 此类样本下， 使用 Ｐｏｓｓｉｏｎ Ｐｓｅｕｄｏ⁃Ｍａｘｉｍｕｍ⁃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ＰＰＭＬ） 回

归方法不仅能够有效解释国际贸易中的零贸易、 满足总贸易额的边际分解要求

（钱学锋和熊平， ２０１０）， 还可以有效规避 Ｔｏｂｉｔ模型估计结果存在的异方差 （Ｓｉｌｖａ
ａｎａ Ｔｅｎｒｅｙｒｏ， ２００６） ［３１］以及面板 Ｔｏｂｉｔ只能获取随机效应结果的问题。 四种稳健性

检验结果②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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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农产品贸易发展报告 ２０１７》 指出， ２０１７年中国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比重高达 ６７％， 较 ２００１年
上升近 ５个百分点。

限于篇幅， 完整回归结果备索。



五、 进一步分析： 质量升级困境的形成机理

（一） 不同国家质量标准层面

发达国家是国际市场农产品质量标准的主要制定者和实施者， 其 ＳＰＳ 措施不仅

通报数量多， 而且质量标准更严格。 因此， 有必要将进口市场区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 分别考察其实施的 ＳＰＳ措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质量升级的倒逼作用， 从国

家层面解释异质性 ＳＰＳ措施倒逼下质量升级困境的形成机理。
表 ２汇报了引入遵从成本、 转移成本和发达国家交互项的回归结果， 列 （１） 和

列 （２） 分别代表面板 Ｔｏｂｉｔ回归和 ＰＰＭＬ回归①。 结果显示： 第一， 发达和发展中国

家的 ＳＰＳ措施遵从成本对质量升级的边际影响为负， 对出口总额的边际影响为正，
符合理论预期。 当引入遵从成本×发达国家的交互项后， 发现发达国家遵从成本对质

量升级的负面影响高出发展中国家 １３􀆰 ２个百分点， 对出口总额的影响低于发展中国

家 ３􀆰 ５个百分点， 且遵从成本×发达国家交互项对出口至发达国家的贸易总额影响不

显著， 说明较发展中国家而言， 发达国家 ＳＰＳ 措施的抑制作用更强。 第二， 转移成

本对质量升级和出口总额的边际影响均为正， 符合理论预期。 当引入转移成本×发达

国家的交互项后， 发现规避发达国家的 ＳＰＳ 措施转移成本对质量升级的促进作用高

出发展中国家 １􀆰 ８个百分点， 对出口总额的促进作用低于发展中国家 ３个百分点。 这

说明规避发达国家的转移成本较发展中国家更能促进质量升级， 但会削减出口总额。
第三， 当融入遵从成本×转移成本×发达国家交互项后， 发现发达国家 ＳＰＳ 措施对质

量升级的促进作用高于发展中国家， 但 ＳＰＳ 措施对发展中国家出口总额的促进作用

高于发达国家。

表 ２　 发达 ／发展中国家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质量升级 出口总额 质量升级 出口总额

遵从成本
－０􀆰 ４２３∗∗∗ ０􀆰 １６９∗ －０􀆰 ０９１∗∗∗ ０􀆰 １１３∗

（０􀆰 ０７８） （０􀆰 ０７０） （０􀆰 ０６２） （０􀆰 １３８）

遵从成本×发达国家
－０􀆰 １３２∗∗∗ ０􀆰 ３５０∗ －０􀆰 ０６０∗∗∗ ０􀆰 ０１４
（０􀆰 ０２２） （０􀆰 １５７）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３）

转移成本
０􀆰 １０３∗∗∗ ０􀆰 ０８０∗∗∗ ３􀆰 １８３∗ ０􀆰 ５３８∗∗∗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８） （２􀆰 ７９１） （０􀆰 ２０１）

转移成本×发达国家
０􀆰 ０１８ －０􀆰 ０３０ －０􀆰 ０２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７） （０􀆰 ０３２） （０􀆰 ００１）

遵从成本×转移成本×
发达国家

０􀆰 ０３２∗∗∗ －０􀆰 ０５３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６） （０􀆰 ０４８）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２）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产品固定效应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１２ ４８６ ２１ ５０４ １２ ４８６ ２１ ５０４
Ｒ２ ０􀆰 １２５ ０􀆰 ０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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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针对引力模型的不同估计方法， 国内外学者并没有明确指出面板 Ｔｏｂｉｔ 随机效应和 ＰＰＭＬ 固定效应的优

劣， 仅当存在厂商边际误配和对数线性方程偏误问题时， 后者才更优 （秦臻和倪艳， ２０１４）。



　 　 上述结果说明， 国际异质性 ＳＰＳ 措施的提高更有利于出口至发达国家的质量

升级①和出口至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总额扩张。
（二） 不同企业技术水平层面

企业的质量升级行为不仅取决于质量升级的动力， 还取决于其是否具有质量升

级的能力。 因此， 本文将企业按照质量水平区分为技术前沿企业和技术落后企业进

行考察， 从企业层面解释异质性 ＳＰＳ措施倒逼质量升级困境的形成机理。
表 ３汇报了引入遵从成本、 转移成本和技术前沿距离交互项的实证结果， 列

（１） 和列 （２） 分别代表面板 Ｔｏｂｉｔ 回归和 ＰＰＭＬ 回归。 结果显示： 第一， 在控制

了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 ＳＰＳ 遵从成本和转移成本对质量升级的边际影响分别

为－１􀆰 ３３３和 ０􀆰 ４１７， 对出口总额的边际影响分别为 ０􀆰 ８１６ 和－０􀆰 ００６ （不显著）， 符

合理论预期。 第二， 当融入遵从成本×技术前沿距离后， 发现遵从成本对技术前沿

企业质量升级的抑制作用较技术落后企业降低了 ２５􀆰 ５ 个百分点， 即技术前沿企业

质量升级表现出 “能力强—升级幅度小” 的特点； 而遵从成本对技术前沿企业出

口总额的促进作用较技术落后企业低了 ６􀆰 ８ 个百分点， 即 “能力弱—增长空间大”
的技术落后企业却保持着较高的出口总额。 第三， 当融入转移成本×技术前沿距离

交互项后， 发现转移成本对技术落后企业质量升级的促进作用较技术前沿企业降低

了 ４􀆰 ８个百分点， 即技术落后企业实施出口转移的概率更高； 而转移成本对技术落

后企业出口总额的促进作用较技术前沿企业高出 ０􀆰 ９ 个百分点， 即技术落后企业

通过

表 ３　 技术前沿 ／技术落后企业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质量升级 出口总额 质量升级 出口总额

遵从成本
－１􀆰 ３３３∗∗∗ ０􀆰 ８１６∗∗∗ －０􀆰 ３８２∗∗∗ ０􀆰 ０１４∗∗

（０􀆰 １８４） （０􀆰 １８９） （０􀆰 １８６） （０􀆰 ２６０）

技术前沿距离
０􀆰 ３１０∗∗∗ －０􀆰 １２２∗∗∗ ０􀆰 １４２∗∗∗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８）
遵从成本×技术

前沿距离
０􀆰 ２５５∗∗∗ ０􀆰 ０６８ ０􀆰 ０３７ ０􀆰 ００８∗∗∗

（０􀆰 ０３８） （０􀆰 ０３９） （０􀆰 ０３５） （０􀆰 ０５８）

转移成本
０􀆰 ４１７∗∗∗ －０􀆰 ００６ ０􀆰 ３９２∗ ０􀆰 ２８０∗∗∗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４） （０􀆰 ２４９） （０􀆰 １４６）
转移成本×技术

前沿距离
－０􀆰 ０４８∗∗∗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１）
遵从成本×转移成本×

技术前沿距离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３）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产品固定效应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２０４ ９８０ ４０８ ４４０ ２０４ ９８０ ４０８ ４４０
Ｒ２ ０􀆰 ０５２ ０􀆰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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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可能是低质量企业的退出， 市场竞争减小， 原出口至高标准的企业进入； 也可能是低质量企业在技术

溢出效应下提升质量更明显。



转移市场获得较高的短期收入。 第四， 当融入遵从成本×转移成本×技术前沿距离

三重交互项后， 发现在遵从成本和转移成本的共同作用下， ＳＰＳ 措施的提高对技术

落后企业质量升级的抑制作用和出口总额的促进作用同时增强， 说明落后企业在应

对 ＳＰＳ措施提高时更倾向于转移目标市场、 规避质量升级。
上述结果说明， 面对国际市场 ＳＰＳ 措施的提升， 不同技术层级企业的应对方

式明显不同。 技术前沿企业质量升级能力较强， 倾向于接受 ＳＰＳ 措施遵从成本并

进行质量升级； 而技术落后企业质量升级能力较弱， 其内在固有的逐利性倾向于短

期出口扩张， “有限学习追赶” 对质量升级影响较小， 故市场表现为 “重短期利

润、 轻长期竞争力”。
（三） 中介渠道

ＳＰＳ措施在 “国家—产品” 层面的异质性、 “政治—经济” 目的的复杂性、
“官方—私营” 标准的双重性、 “健康—贸易” 目标的保护性等特征为直接评估

ＳＰＳ与质量升级的关系增加了难度， 而中介渠道检验则是全景式认识 ＳＰＳ措施倒逼

质量升级作用的有效途径。 本文借鉴温忠麟 （２００４） ［３２］的检验和分析方法， 对 ＳＰＳ
措施的中介效应进行考察。

国际异质性 ＳＰＳ措施提高， 质量价格和质量升级幅度成为 ＳＰＳ 措施影响农产

品出口增长的中介变量 （其具体概念模型如图 １ 所示）。 结果显示： 静态下， 质量

价格表现为中介效应显著 （０􀆰 ０１４）， 占总效应 （１􀆰 ８６６） 的比重为 ０􀆰 ００８， 说明质

量价格解释了 ＳＰＳ措施促进原出口路径农产品出口增长的 ０􀆰 ８％； 而动态下， 质量

升级同样表现为中介效应显著 （０􀆰 ６７１）， 占总效应 （１􀆰 ８６６） 的比重为－０􀆰 ３５９， 说

明 ＳＰＳ措施并未通过倒逼质量升级促进原路径农产品的出口增长， 企业却相反通

过 “新市场、 旧品质” 的方式解释了农产品出口增长的 ３５􀆰 ９％。

图 １　 ＳＰＳ措施促进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中介渠道

上述结果说明， ＳＰＳ措施倒逼作用下原出口路径企业质量提升对出口增长的作

用微乎其微， 企业依赖低端质量锁定出口转移模式实现出口总额的持续扩张。 进一

步分析中国存在质量升级困境的原因， 大致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 质量升级能

力不足。 中国在全球农产品价值链上充当 “原料供应者” 和 “生产加工者” 角色，
出口质量升级受到国内 “人多地少水更少” 基本农情和 “小农经济” 条件下农业

现代化、 机械化水平的制约， 质量升级存在客观束缚。 第二， 质量升级的投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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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低。 农业较非农产业的生产周期更长、 技术进步更难， 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

周转率低下， 加之农业劳动力成本被严重低估问题， 农业生产利润率甚至可能为负

（马亚西， ２０１４） ［３３］。 第三， 贸易政策影响。 中国出口导向型的贸易激励政策仅以

出口的数量维度作为考察依据， 而不是从质量维度倒逼创新升级。 无论是出口到高

标准国家还是低标准国家， 农产品企业享受的出口补贴或出口退税无显著差异， 这

会助长企业消极升级质量的市场惰性。
（四） 国际比较

美国既是世界第一大农产品出口国和第二大农产品进口国， 在国际市场上具有

较强定价权， 也是农产品贸易强国， 制定的 ＳＰＳ 措施十分严格远高于加拿大、 新

西兰、 中国等。 此外， 美国还是遭遇 ＳＰＳ 措施质疑最高的国家， 国际市场针对美

国 ＳＰＳ措施的 ＳＴＣｓ案例最多， 年均增速高达 ２０􀆰 ３％。 那么， 美国在应对国际异质

性 ＳＰＳ措施时存在质量升级困境吗？
表 ４汇报了 ＳＰＳ措施作用于美国质量升级和出口总额的作用方向， 其中， 列

（１） 和列 （２） 分别代表面板 Ｔｏｂｉｔ 回归和 ＰＰＭＬ 回归。 结果显示： 遵从成本和转

移成本对美国出口农产品质量升级幅度和出口增长的影响均为正， 与中国截然不

同， 反映了美国农产品出口并不存在质量升级困境。 Ｆｉａｎｋｏｒ 等 （２０２０） ［３４］基于国

家双边贸易层面数据， 考察 ＭＲＬｓ标准对质量升级效应， 发现国际异质性 ＭＲＬｓ 标
准在 “南—北” 贸易间不存在质量升级效应， 仅存在于 “北—北” 和 “南—南”
贸易间，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本文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农产品质量升级

的壁垒作用。
美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 第一， 美国典型的大农场经济

具有土地、 资本等多方面得天独厚的要素禀赋， 质量驱动型出口增长动力更能克服

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抑制作用。 第二， 现代数字技术与农业产业的深度融合是美国等

发达国家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践 （夏显力等， ２０１９） ［３５］。 第三， 美国多部

门层层负责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为农产品质量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 （李军林等，
２０１４）。 因此， 相比小农经济特征的东亚国家和技术创新效率低下的发展中国家，
美国能顺利跨越质量升级困境。

表 ４　 ＳＰＳ措施对美国农产品质量升级和出口增长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质量升级 出口总额 质量升级 出口总额

遵从成本
０􀆰 ０６２∗∗∗ ０􀆰 ０６６∗∗∗ ０􀆰 １７０∗∗∗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０）

转移成本
－０􀆰 ００２∗ ０􀆰 ０５８∗∗∗ －０􀆰 ００２ １􀆰 ５５６∗∗∗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０􀆰 ４０８）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产品固定效应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７０ ９２１ ９２ ５８２ ７０ ９２１ ９２ ５８２
Ｒ２ ０􀆰 ００７ ０􀆰 ０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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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遵从成本和转移成本融入多目的国 ＭＯ 模型，
采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中国海关数据和 ＷＴＯ－ＳＰＳ 数据， 以异质性 ＳＰＳ 措施倒逼背景

下中国出口农产品质量升级不明显为切入点， 利用面板 Ｔｏｂｉｔ 实证回归改进后的引

力模型。 研究发现： 第一， 理论层面， 国际异质性 ＳＰＳ 措施扭曲了质量门槛影响

机制的作用方向， 遵从成本对质量升级 （负） 和出口总额 （正） 的边际影响不同，
而转移成本的边际影响均为正。 这说明异质性 ＳＰＳ 措施短期内虽可以促进出口总

额扩张， 维持外延式扩张， 但长期内会形成质量升级困境， 不利于内涵式增长， 发

展中国家存在出口质量升级困境。 第二， 实证层面， 采用面板 Ｔｏｂｉｔ 方法的基准回

归结果与理论推导一致， 且在不同遵从成本测度、 剔除贸易中介商、 劳动密集型产

品以及 ＰＰＭＬ回归方法的检验下依旧稳健。 第三， 形成机理层面， 发达国家质量标

准的提高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倒逼作用被扭曲， 出口企业更愿意将目标市场转移

至低质量标准的发展中国家； 相比技术前沿企业， 技术落后企业转移目标市场、 逃

避质量升级的倾向性更强。 第四， 论证比较层面， 就 ＳＰＳ 措施作用于出口增长的

中介渠道而言， 中国农产品企业 “高质高价” 出口路径对出口增长的贡献微乎其

微， 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不存在质量升级困境。
根据以上结论， 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是企业需意识到国际异质性 ＳＰＳ

措施的壁垒危害， 主动挖掘长期发展动力。 如可以通过提升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
以及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行为规范， 发挥道德信任等非制度层面因素的激励作用

等。 二是政府从政策层面出发， 激发食品安全规制、 质量监管体制、 数字赋农等内

部机制的作用， 并在出口退税和出口补贴政策上对高质量产品企业稍作倾斜， 提升

政策干预 （尤其是低效率企业） 的贸易效度。 三是国家要瞄准国际同行业标杆推

进技术改造， 修订中国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并坚持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全球经济

治理理念， 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贸易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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